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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世纪初日本朝廷先后敕撰了三部汉诗集——

《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和《经国

集》（827），合称“敕撰三集”。敕撰国史、律令

虽有前例，但奉敕编撰汉诗集不仅属首创，且无后

继——以《古今和歌集》为转折，10 世纪后，日

本敕撰文学的重心很快就转向了和歌集。“敕撰三

集”以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章经国”思想

为理念，以期在中央朝廷形成一种政治凝聚力。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文章经国”作为 9 世纪初日

本朝廷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逐渐成为日本学界定

说。［1］美国学者从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等层

面也加入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2］近年来，学界

热衷于讨论曹丕“文章经国”思想在日本接受过程

中的“空洞化”与“抽象化”问题，其间不乏学者

质疑“敕撰三集”中收录诗文与“经国”理念的背

离。［3］

笔者以为，如果将曹丕《典论·论文》之于 9

世纪初日本的启示性意义，仅归结为一个“扁平”

的文学口号或“空洞”的政治理念，则无疑削弱了

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典论·论文》因收入《文

选》而得以保存，唐人诸种《文选》注本在古代日

本的流布，说明日本朝廷所标榜的“文章经国”思

想其实离不开唐朝文治政策的影响。其次，先行研

究大多忽视了《典论·论文》作为文学批评文本的

属性。曹丕对“文”的自觉及以《典论·论文》为

代表的中国文论的大量传入，促生了日本文学批评

意识的兴起，这既是空海《文镜秘府论》诞生的学

术背景，也为即将到来的“歌论”时代做了良好的

铺垫。本文拟从上述问题切入，通过对“敕撰三

集”序文做比较诗学的考察，重点研究《典论·论

文》在 9 世纪初日本的接受与日本文学批评意识的

兴起问题，以期为中日学界的“文章经国”思想研

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 从唐人注《文选》到《典论·论文》
  的传入

《典论》是魏文帝曹丕（187 — 226）立言以垂

典范于后世的精心之作，约作于建安末年，至宋代

亡佚。《论文》是《典论》中论述文人、文体及作

文的名篇，因被萧统编入《文选》而得以传世。古

代日本人对《典论·论文》的接触，从《正仓院古

《典论·论文》与九世纪初日本文学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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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论文》的方法——以“文章经国”为要义。《典论 · 论文》既是“文章经国”思想的

元文本，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专论，其对“文”之自觉及论“文”范式，潜移

默化影响了 9 世纪初日本人对文学起源、发展及本质、功用等问题的思考。《经国集》

序对中国文学所作的判断就是基于这种思考的最初成果。在这层意义上，《典论 · 论文》

不仅是中国文论之嚆矢，亦可视为日本文论之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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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收录的《文选》卷 52 残卷来看，主要是通

过李善注《文选》。该残卷选抄了李善注《王命论》

《典论·论文》等篇章，从纸背记录可知是由志斐

连麻吕抄于天平 17 年（745）。［4］正仓院文书中类

似残卷及写经记录保存颇为丰富，另有平城宫出土

木简亦可作证《文选》在奈良朝之普及。奈良国

立文化财研究所编《平城宫木简》中，收录编号为

688、689、696、764 号的木简上，反复出现“臣

善”“臣善言”等字样，东野治之由此判定李善注

本在奈良朝已颇为流行。［5］《日本书纪》《怀风藻》

《万叶集》等奈良朝最初编纂的一批文史著作，皆

可见《文选》之影响。

曹丕《典论·论文》（后文简称《典论》）首

次出现于日本文献，是在弘仁 5 年（814）菅原清

公等文臣奉敕编撰的第一部汉诗集《凌云集》序

开篇：

魏文帝有曰：“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

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

信哉。伏惟，皇帝陛下，握裒紫极，御辨丹

霄。……爰诏臣等，撰集近代以来篇什。［6］

该序文由嵯峨天皇近臣小野岑守执笔，他将

曹丕观点置于篇首，不仅有修辞效果，更有彰显

以中国文学理念为正统的意味。“信哉”二字重申

以“文章经国”作为整部诗集的编纂理念，其后赞

颂嵯峨天皇治世贤明、才思富瞻以及奖掖文艺之

盛举。

弘仁 14 年（823），嵯峨天皇退位，淳和天皇

承继其兄之流风余韵，于天长 4 年（827）敕命文

臣滋野贞主等编修《经国集》——诗集命名直接取

意“文章经国”。滋野贞主为《经国集》撰写总序，

该序不仅有“魏文《典论》之智，经国而无穷”的

评价，更有对《典论》原文的大段引用，如：

夫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

营目口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是以古之作者，

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托飞驰之势，而

声名自传于后。［7］

9 世纪初日本为何如此重视曹丕的“文章经

国”？以笔者拙见，厥有两种“媒介”不应忽视：

其一是《典论》收录于诗文总集之弁冕的《文选》，

其二是日本人接受的《文选》多为唐人注本。《文

选》在 8 世纪流入日本，9 世纪初日本人对《文

选》的释读已经相当深入。空海在《文镜秘府论》

中甚至能对《文选》之取舍进行评骘：“至如梁昭

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

地，悬诸日月。然于取舍，非无舛谬。”［8］空海曾

随延历 23 年（804）的遣唐使团入唐，这批使团由

大使藤原葛野、副使石川道益、判官菅原清公总

领，三人均为“敕撰三集”诗人。判官菅原清公尤

重诗文，回国后成为朝廷重臣。弘仁 10 年（819）

正月，菅原清公“加正五位下。兼文章博士，侍读

《文选》。兼参集议之事”［9］。菅原清公为天皇讲

读的《文选》究竟是哪一种抄本，已经不得而知，

但从其在平安初期的流布情况来看，多为唐人注本

应是不争之事实。

隋唐二代，勒成专书的《文选》注释著作有

10 种，［10］这些著述发掘了《文选》本身的文章学

内涵，其影响远播东亚各国。据《日本国见在书

目录》记载，流入日本的《文选》文献有：“萧统

《文选》30 卷、李善注《文选》60 卷、李善《文选

音义》10 卷、公孙罗《文选钞》69 卷、公孙罗《文

选音决》10 卷、释道淹（即许淹）《文选音义》10

卷、曹宪《文选音义》13 卷，等等。”［11］这些文

献主要来自曹宪及其弟子李善、公孙罗、许淹，它

们既是《文选》讲授在唐朝公私门学大兴的佐证，

也是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要学问的“《文选》

学”走向兴盛的最初成果。

唐人注《文选》全本流传于今的只有李善、五

臣两种注。唐显庆 3 年（658），李善将《文选注》

60 卷献与高宗。至开元 6 年（718），五臣重注《文

选》并将其献给玄宗。据说五臣注的出现是因玄宗

皇帝不满李善注“唯见引事，不说意义”，五臣投

合玄宗留意《文选》的心思，为自己打造的晋身之

阶。［12］在五臣注之后，玄宗的文学喜好又影响了

萧嵩、王智明、李玄成、陆善经等人对《文选》的

续编与注释。日本大规模地摄取唐文化，恰是在玄

宗朝入唐的三批遣唐使——分别于养老元年（717）、

天平 5 年（733）、天平胜宝 4 年（752）入唐，但五

臣注《文选》却没有出现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中。相较之下，平安朝知识阶层对李善注本相当熟

悉，日僧圆仁入唐行经扬州白马寺时，曾在日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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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意记载李善在此注书之事：“开成三年十一月廿

九日。扬州有卅余寺……法进僧都本住白塔（寺）。

臣善者，在此白塔寺撰《文选注》矣。”［13］

然而，唐代曹宪、李善一系的“《文选》学”，

本质上是一种注重章句注疏的学问，与《文选》在

文学一途之影响不能混举。《文选》作为文学创作

之典范备受推崇，是在唐代科举选才标准逐步倾向

文辞，世风驰逐文华之际。尤其是在高宗朝，诗赋

逐渐渗入进士科应举，《文选》也成为士子必读书

目。日本既仿唐建立学制，自然也将《文选》列入

应考书目，尤其在进士科考试中，《文选》与《尔

雅》的背诵、释读几乎是必考内容之一。如《考课

令》规定：“凡进士，试时务策二条。帖所读，《文

选》上帙七帖，《尔雅》三帖。其策文词顺序，义

理慥当。并帖过者为通。事义有滞，词句不伦，及

帖不过者为不。”［14］《选叙令》曰：“进士，取明闲

时务，并读《文选》《尔雅》者。”［15］

在神龟 5 年（728）七月及天平 2 年（730）3

月的学制改革中，日本又在明经科之外增设文章

科。文章科系模仿唐弘文馆、崇文馆等贵族子弟学

校而来，因此大学寮在选拔文章生时，也效仿唐朝

以诗赋取士。如《延喜式》规定：“凡补文章生者，

试诗赋，取丁第己上。若不第之辈，犹愿一割者，

不限度数试之。”［16］文章生还要在频繁举行的宫廷

诗宴上，与其他诸司官僚一起奉召赋诗，因此暗诵

《文选》成为时代风潮，如《文德天皇实录》藤原

诸成卒传中特意记载他能背诵《文选》之事：“弘

仁年中，为文章生。聪慧超伦。暗诵文选上帙，学

中号为三杰。”［17］总之，在奈良朝至平安朝的学制

改革中，作为“辞章之圭臬”的《文选》，成为了

选拔官吏的教科书，具有着“准经”的权威地位。

尽管日本人接受《文选》时，初唐以来《文

选》在学术与文学之间的区隔已经消弭，它只是为

好文者所览诵的文学总集，但日本人以“诗赋”为

中心的文章观念的形成，却是在引入唐朝选拔官

吏的考试中，沿袭唐人研习《文选》的方法而来。

如初盛唐诗人借鉴《文选》的范围集中在诗、赋、

骚、辞部分，而以“文章经国”理念为指导编纂的

“敕撰三集”，主要收录的也是吟赏风月的诗、赋。

因此有学者指出，平安朝提倡的“文章经国”，其

“文章”与其说是指与律令制国家“经国”相关的

章、奏、表、议、铭、诔等，不如说是接近于纯文

学的诗赋。［18］

通过“诗赋”考试选拔出的文章生，基本都成

为了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官僚。因此，平安初期政坛

的重要人物大都兼具宫廷文人与国家官僚的双重身

份，他们通过文学活动参与朝政，因此学习文之典

范的《文选》，自然就被视为是“经国大业”，这

一倾向一直延续到平安朝中期。如菅原文时在天庆

4 年（941）3 月的《文选》竞宴诗序中说：

翰林江学士（大江维时）大夫，始授文

选于诸生，盖朝议也。夫昭明太子之撰斯文

也，驱七代之人英，搜千载之鸿藻。……取而

集之，名曰文选。诚是经国大业，化俗之基者

也。［19］

诗序中提到的“大江维时”，来自平安朝《文

选》讲读世家大江家。当时日本宫廷流行《文选》

讲读与竞宴，并持续了很多年，《菅家文草》《扶桑

集》等诗文集中都收录有《文选》竞宴诗。《文选》

序文中提倡的“文之时义远矣哉”，也深刻影响了

日本人对“文”的态度。如《经国序》云：“是知

文之时义大矣哉！”［20］空海《文镜秘府论》天卷

序曰：“是知文章之义，大哉远哉！”［21］这是理解

9 世纪初日本“文章经国”思想的基础。

二 日本文人接受《典论·论文》
  之方法

曹丕《典论》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开

篇，在全篇近 600 字的短文中，论述作家才性与文

体、文气之关系，以及文章的价值功用等问题，尽

管有些观点还只是引其端绪，但已约略涉及了中国

文学批评史上的若干主轴问题，因此被视为“自

《毛诗序》以来最重要的文论作品”［22］。平安初期

日本对《典论》的接受，整体上以其论文章功用的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重点，这

一观点不仅反复出现在“敕撰三集”序文中，还可

见于 9 世纪初的僧侣及女性文学中。如空海《文镜

秘府论》“天卷”序云：

夫大仙利物，名教为基。君子济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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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也。……孔宣有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

可以兴，可以观。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是知文章之义，大哉远哉。［23］

《文镜秘府论》约成书于弘仁 11 年（820），空

海与嵯峨天皇、小野岑守、滋野贞主等“敕撰三

集”诗人交游密切，他将密教与国家政治密切结

合，在论述密教镇护王权的基础上，纳入儒家的

“文章经国”思想，因此空海虽然是僧侣身份，但

无疑也属于平安朝“文章经国”的文学圈。

“文章经国”思想还可见于这一时期的女性斋

院文学。弘仁 14 年（823）2 月，嵯峨天皇行幸有

智子内亲王斋院，并以《春日山庄》为题令群臣探

韵赋诗。皇女有智子内亲王写下一首七律歌咏皇恩

浩荡，天皇赞赏其才华曰：“忝以文章著邦家”［24］，

并当即授予有智子内亲王三品官位，赐封百户。嵯

峨天皇让位以后，有智子的诗作骤减，这不仅是时

代剧变、诗风革新的结果，对于在“文章经国”时

代成长起来的有智子而言，诗文既不是消闲的工

具，也不是“言志”的手段，而是用于“君臣唱

和”的经国文章。［25］随着嵯峨天皇及其近臣们淡

出文坛，“文章经国”的时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看，9 世纪初日本对曹丕

“文章经国”理念的提倡与标榜，在中、日两国的

《典论》接受史上都显得极为特殊。就中国而言，

从曹丕撰写《典论》到被萧统编入《文选》，甚至

在《文选》流传之后，曹丕《典论》作为中国文

学批评史上的初期资料，虽然也会被提及——最重

要的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论述［26］，但以曹

丕“文章经国”思想总领一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

文学理念的情况并不常见。何况就现行流通的《典

论》文本来看，我们不能否认，其主旨与精华并不

止于“文章经国”一处，毋宁说关于“文人相轻”

所占篇幅最多，从开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直到“唯通才能备其体”，包括五个自然段，且论

述周备。相较之下，“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

之盛事”仅有一段。关于这一点，前贤们已有深厚

研究。［27］如郭绍虞认为，《典论》所讨论的“不外

是文体和文气的问题”。王运熙也将《典论》内容

分为“作家论”“文体论”“文章功用论”三部分。

台湾学者同样将“作家”“文体”“文气”“立言不

朽”作为《典论》论述的重心。

然而，9 世纪初日本在接受《典论》的过程

中，显然对“文章经国”进行了夸大化阐释。学界

认为这主要是嵯峨天皇喜好诗文的结果，理由是：

嵯峨天皇与魏文帝曹丕身份地位相似，且醉心于

汉诗文创作，在嵯峨天皇的倡导之下，“文章经国”

思想被作为国家的文化政策而推行。［28］以上研究

虽不乏依据，但几乎都是从“接受者 = 日本”的

立场出发追溯渊源，却鲜有人从中国文学的立场出

发考察影响的放送者——曹丕《典论》本身，毕竟

《典论》并非专述“文章经国”，兹就《典论》中

占有重要篇幅的“作家论”和“文气论”为例，细

绎史乘，以证疑问。

《典论》首论作家，然后始略及文体及文学理

论，这是初期中国文论的一般特色，颇受东汉以来

人物评论之影响。曹丕指出“文人相轻”现象的根

源之一是文人的“不自见之患”，其二是“文非一

体，鲜能备善”，而文人又多以己之所长，“相轻所

短”。接下来，曹丕还对当时的著名文人分别做了

评论，指出其长短。同时对每一种文体予以理论

化，抉出其本质。曹丕对作家才性与文体特征之间

关系的论述，和汉魏之际政治学术思想的变迁直接

相关。［29］从汉末到三国，是中国社会空前大破坏

的分裂时期，各种政治势力都在网罗人才。因此当

时对人物才性的品评，实际上是直接为政治需求服

务的。正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才推动了对人才

的批评与研究，于是就有了中国古代第一部专述人

才问题的著作——刘邵的《人物志》。

在推崇曹丕《典论》的初期平安朝，比起对作

家创作优劣的批评，更多需要的是一种平均化、程

式化的创作，因为创作活动的中心只有绝对权威的

天皇，“敕撰三集”所录诗文多为“君唱臣和”之

作，这些应制诗、奉和诗既不需要张扬作家的个

性，也不需要情感、志向的过度抒写——更何况这

里假设的前提是，他们能够使用汉语这一外来语

自由抒写个人意志与情感。了解“敕撰三集”中诗

作诞生的场合，就很容易明白他们难以与“文人

相轻”这一命题产生共鸣的原因。“敕撰三集”中

近八成以上的诗赋都是在公宴上创作而成。这些诗

赋从内容到形式，从时间到地点几乎都有严格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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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比如题目，一般由天皇或诗宴的中心人物命

题，在座臣僚宾客就以“和……”“奉和……”“同

和……”为题，在一种颇具游戏竞赛的氛围中同题

赋诗。有时则由诗宴主人分题，在座诸人各赋一

物，以“得……”或“赋得……”为题赋咏。诗赋

形式一般通过用“韵”来规定，如和韵、次韵、勒

韵、赋韵等，有时诗题、用韵甚至作诗的时间都被

限制，以增加诗宴的趣味性。这种情况下创作的诗

赋，在结构、主题上呈现出高度的程式化，个人的

真实情感和政治抱负大多被摒弃，代之以对修辞和

典故的崇尚与追求。

松浦友久指出，这些诗赋作为公宴中的重要环

节，并不需要诗人们抒写自我或感怀言志，他们只

是在一种游戏的气氛中，利用分得的题目，接受

形式上的制约，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展示知

识教养而已。［30］后藤昭雄则从身份制的角度指出，

“敕撰三集”中诗歌的排列顺序依据的是作者的身

份、官位，如《凌云集》中依次收录的是平城上

皇、嵯峨天皇、淳和天皇、从三位参议藤原冬嗣、

从三位长陆守菅野真道、从五位下但属皇族的仲雄

王、从四位下播磨守贺阳丰年等人的诗作。这就说

明“敕撰三集”的诗歌排序，并非按照诗人在文坛

的影响力或诗歌的优劣，而是遵循律令制国家的身

份制度。［31］过度秩序化的宫廷文学环境，需要的

是统一规范的艺术，而非具有个性的作家。

其次，曹丕论述了“文以气为主”的问题。

“气”是上古中国的一个重要理念，最早是指物质

性的“有形云气”，后被引申于哲学范畴，用来

指“宇宙的本原之气，也即元气”，或指人的生命、

精神。关于“气”的概念与范畴的研究，学界已有

不少成果。［32］曹丕最早将“气”的观念引入文学

批评，如李泽厚说：“虽然气的观念很早以来就和

中国古代美学相关，但最为明确地把美学建立在气

的理论基础上，以气的理论来贯穿统帅美学理论，

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33］关于曹丕“文气”

说向来众说纷纭。［34］朱自清认为，曹丕言“气”

实则是关于人的“性情”。朱东润认为是就“才性”

而言，郭绍虞则从阳刚、阴柔之气的不同出发，认

为“气”总关人的“个性气质”。徐公持说：“曹丕

所说的气，当指人的气质、禀赋，文以气为主，这

就是将作家的气质、禀赋视为文的风格面貌的决定

性因素。”［35］要之，曹丕的“气”多被理解为艺术

家所具有的气质、个性、天才。如曹丕称“孔融体

气高妙”“徐干时有齐气”“公干有逸气”等，都是

以“气”发论的作家批评。

中国关于“气”的著述很早就传入了日本。

“气”在日本有两种写法，即“氣”和“気”。“氣”

字使用的较早，在 17 世纪以后逐渐被“気”字取

代。“気”不仅是对中国“氣”字的简化，也是对

其有意识的改造与改写，这与“气”字在中国的复

杂演变史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气”字

有“け（ke）”和“き（ki）”两种发音，“け”较

早，“き”较晚，因此在《源氏物语》中，主要使

用的是发音为“け”的“氣”字。［36］日本学者赤

塚行雄通过对日本古典文学中的“气”的探究，指

出《源氏物语》中的人物对身体以外的一些超自

然、超感官的存在，如灵、魄、鬼、怪、疾、异

等“物”，普遍具有一种不可把握的神秘感和恐惧

感，日本人将它们都读作“もののけ”，文字表记

为“物の怪”或“物の気”。如《源氏物语》中的

“物の気”多数都写作“物の怪”，此处“怪”和

“気”的读法一样，都读作“け”。要之，在古代

日本人的意识中，“气”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令人

畏惧的神秘性存在。［37］《经国集》序虽有“紧健之

词，体物殊耸。清拔之气，缘情增高”［38］的论述，

但也只是原样摘用陆机《文赋》而已，并没有特别

展开说明。随着时代下移，“氣”在日本的读音与

内涵逐渐发生变化，至 13 世纪藤原定家撰写歌论

书《每月抄》时，才开始将“气”引入日本歌论。

三 “文”的自觉与“中日同源”
  文学史观的成立

9 世纪初日本对《典论》的接受主要以“文

章经国”为中心，这是就《典论》的内容而言，

但我们不能忽视《典论》作为“文学批评”这一

范式对日本之影响。曹丕不仅首次提出了“文

章经国”思想，更是将“文”之重要性理论化

的 第 一 人。 自《 典 论 》 始， 魏 晋 文 人 专 门 论 文

的 篇 章 忽 焉 勃 兴。《 文 心 雕 龙· 序 志 》 云：“ 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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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近 代 之 论 文 者 多 矣！ 至 如 魏 文 述《 典 》， 陈

思 序《 书 》， 应 玚《 文 论 》， 陆 机《 文 赋 》， 仲

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

路。”［39］曹丕开创了论“文”之范式，其后有曹

植《与杨德祖书》、应玚《文质论》等出现，可

知论“文”在建安时代已经形成一种风气。［40］

晋朝自陆机《文赋》出现以后，专门论文的著述和

文集编纂的著作日益增多，如李充《翰林论》、挚

虞《文章流别论》等，直到南朝刘勰《文心雕龙》

的成书，终于迎来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个辉煌

时期。

以曹丕《典论》为代表的中国文论作品，其对

“文”的自觉引发了平安初期文人对诗歌缘起、本

质、功能等问题的思考。兹以与《典论》最为密切

的《经国集》序为例扼要钩玄。《经国集》原有 20

卷，今仅存 6 卷。收录有诗、赋、序及对策文，内

容较《凌云集》（1 卷）和《文华秀丽集》（3 卷）

之和，亦堪称庞大。从《经国集》的编纂方针来

看，它大有超越《凌云集》和《文华秀丽集》的雄

心，其序文不仅是一篇总序，还具有给天皇上表的

正式文书的性质。［41］就是这篇近似“上表文”的

序文，开始大量征引中国文论，这与奈良朝偏重引

用中国经史类文献显示出不同的趣味。

一般说来，早期日本人在接受中国典籍时，并

不严格区分文学总集、史学著作与地志文献，因此

日本早期的史书、地志如《古事记》《日本书纪》、

《风土记》等，就与汉诗集《怀风藻》共享着《文

选》《史记》《汉书》《世说新语》《艺文类聚》等文

献库。但这并不意味着上代日本人没有“文学”的

概念，《怀风藻》作为诗文集的成书就是最好的证

明。毋宁说这一时期中国典籍传入数量的相对有

限，决定了早期日本接受中国文学之方法。进入平

安时代，这一情况发生了转变。藉遣唐使往来东亚

海域之便，中国六朝至初盛唐的诗文集开始大量流

布日本，日本文人可以直接取径中国文学作品。因

此平安时代的汉诗文，至少是在大量参考中国诗文

集并对文学概念萌发出自觉意识的基础上进行创

作的。

从现存资料来看，9 世纪初日本人对文学形

式、诗赋理论的关心是显而易见的。仅《日本国见

在书目录》“小学家部”记载，就有钟嵘《诗品》3

卷、杜正藏《文轨》10 卷、《文谐》20 卷、《文章体

式》9 卷、《文章式样》1 卷、《文章仪式》1 卷、《文

章论》1 卷、《文章要诀》1 卷、《文章释杂义》1 卷、

沈约《文章四声谱》1 卷、《诗笔体》1 卷、《文笔要

诀》1 卷、《文笔式》2 卷、《属体法》1 卷、元兢《诗

髓脑》1 卷、《诗格》3 卷、《诗病体》1 卷、《文笔范》

1 卷、《文章始》3 卷、《文章故事》1 卷、《诗体》7

卷、《古今诗类》2 卷、《唐朝新定诗体》1 卷等 40

多种相关文献。［42］另外还有《切韵》5 卷、《唐韵

正义》5 卷、《音谱决疑》10 卷等韵书的存在。正

是因为有这些文论文献与韵书做素材，才诞生了空

海的《文镜秘府论》。与《文镜秘府论》几乎同时

编纂的“敕撰三集”，其序文对中国文论文献的使

用空前密集，远胜于《怀风藻》时代对中国经学、

史学文献的偏重。如《经国集》序开篇云：

臣闻：“天肇书契，奎主文章。古有采诗

之官，王者以知得失。”故文章者，所内宣上

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

宜者也。且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譬犹衣裳之

有绮谷，翔鸟之有羽仪。……而沿浊更清，袭

故还新。必所拟之不异，乃暗合乎曩篇。夫贫

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口之

务，而遗千载之功。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

墨，见意于篇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

于后。［43］

其中论文章本质时引挚虞《文章流别论》“故文章

者，所内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

究万物之宜者也”，以强调文章的人伦与王泽教化

作用。言及文辞藻饰之美时的“譬犹衣裳”句，化

用钟嵘《诗品》“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

有绡縠”，说明文辞之 于文章的重要性。谈论创作

的继承与创新问题时取陆机《文赋》“或袭故而弥

新，或沿浊而更清”，以及“必所拟之不殊，乃

闇合乎曩篇”。论及文章功用时，“是以古之作者，

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云云，则是大段取自

《典论》。

《经国集》序将《典论》《文章流别论》《文赋》

《诗品》《文心雕龙》等中国文论中浑然一体的七宝

楼台拆成碎片，从中拣取自己需要的片段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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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序，类似手法亦可见之于《凌云集》、《文华秀丽

集》序，但《经国集》序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试

图利用中国文论术语拼接、镶嵌、重组出日本文学

史的起源。与《怀风藻》（751）等诗集序模仿《文

选》序的写法，从“斯文未作”起笔，讲述文字、

文章的起源不同，《经国集》更接近于唐人诗集序

的写法，重点论述文章的功能、性质及文学史之发

展，这与《怀风藻》序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如此陈

述“文”在日本的起源：

逖听前修，遐观载籍。袭山降跸之世，橿

原建邦之时，天造草创，人文未作。至于神后

征坎，品帝乘乾。百济入朝，启龙编于马厩。

高丽上表，图乌册于鸟文。 ［44］

《怀风藻》序以《文选》序为范本，仿其规范

与用语这点已是学界共识。［45］《怀风藻》序从天孙

降临、神武天皇建邦开始叙述，将“文”的起源追

溯至远古的神代日本。序文撰者显然是希望显示大

和朝廷幻想中的文化优势，故而颇为巧妙地将“文

字”这种人造之文的成果，解释为自古以来已经存

在于日本列岛。换言之，日本的文字、典籍不是从

文化“上国”中国输入的，而是起源于神代日本的

宇宙的一种自然显现。《怀风藻》序还将中国典籍

传入日本的起源阐释为“神功皇后征伐三韩收还”，

该事迹详细记载于《日本书纪》卷 9，日本被描述

成了一个征服三韩的大国形象。［46］

《经国集》序没有过多阐释“文字”的草创与

“文章”的起源，而是直接切入文学史的陈述，它

也没有将日本文学视为能够脱离中国影响的独立存

在，而是在对中国文学发展规律进行叙述的脉络上

寻求日本文学的起源。这种中日同源的文学史观，

实为“国风暗黑”时代日本文学思想之一大特色。

尽管它是一段拼接、重组中国文论之后的文本：

楚汉以来，词人踵武。洛汭江左，其流尤

隆。扬雄法言之愚，破道而有罪。魏文典论之

智，经国而无穷。是知文之时义大矣哉。齐梁

之时，风骨已丧。周隋之日，规矩不存。而沿

浊更清，袭故还新。必所拟之不异，乃暗合乎

曩篇。［47］

这是日本现存文献中关于中国文学史所作的最

早论述。“楚汉以来”四句，言战国秦汉、魏晋南

朝人文之盛。“扬雄法言之愚，破道而有罪”一句，

实不知其出处，固释义不免分歧。但从其对句“魏

文典论之智，经国之无穷”来看，序文作者对曹丕

“文章经国”之“文章”的理解，主要在于扬雄所

否定的“辞赋”一道。“齐梁之时，风骨已丧”之

后，都是对中国文学史发展的评论，这些论述多出

自唐人诗集序。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日本首篇讨论

中国文学史的文献，内容虽笼统简约，但这种文学

史观的生成令人颇感兴趣。我们不禁要问，滋野贞

主为何要先讨论中国文学史？

在东亚汉文化圈内，早期各国的文学史书写并

不能自由地挑选自己的起源，而是从一开始就纠缠

于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和丰富遗产中。同样，日本

文学也是在中国文学的概念、文体、修辞和词汇的

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早期叙述日本文学史的文

献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即如何应对中国文学

的绝对影响，并以这种巨大的外来影响源为前提，

在接受与对抗中构建日本文学史的传统。更何况，

“敕撰三集”时代的日本文学，其实是以汉诗文为

主体的，它既是日本文学的一部分，又具中国文学

之特征，这种二重交错的特殊性构成了日本汉文

学——也是日本文学的开端。

《经国集》序探讨“齐梁周隋”以来的中国文

学，意图或在将日本文学的起源置于以中国为圆心

的世界文学坐标中。这种国际性的文学史观也决定

了日本文人对中国文学进行批评时的态度，即没有

将中国视为日本的“他者”，而是自然地将中国解

释为日本文学在线性历史上的“源头”，这与空海

在《文镜秘府论》总序中对中国文学的批评态度基

本一致：

游夏得闻之日，屈宋作赋之时，两汉辞

宗，三国文伯，体韵心传，音律口授。沈侯刘

善之后，王皎崔元之前，盛谈四声，争吐病

犯，黄卷溢箧，缃帙满车。［48］

与《经国集》序重在宣扬“文章经国”不同，

《文镜秘府论》原为解决日本人作汉诗文之声病，

因此更注重对“四声”“病范”等问题的论述。但

看空海评论屈原、宋玉、沈约等中国文人，完全

不 是 以 一 个 日 本 人 的 身 份 介 入， 而 是“地道地

分析阐释中国的文化。展示着他深厚的汉文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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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似乎把自己融入到汉文化之中。”［49］松浦友久

也说：“上代文学史中的自他意识一般是不做区分

的，这一时期作品对中国文学的批判和抵抗的心情

几乎看不到，这与其后《古今和歌集》假名序赋予

和歌极高的地位不同。”［50］

《经国集》序在论述中国文学史之后，以“方

今”二字，将论述视角引入日本文学的现状：

方今梁园临安之操，瞻笔精英。缙绅俊民

之才，讽托惊拔。……皇帝叡主，受昭华而德

隆。共勉积学之添明，固要博文之助道。慧性

并懋，天才俱聪。雅操飞文，似两龙之分烛。

与寄擒藻，疑双曦之齐晖。紧健之词，体物殊

耸。清拔之气，缘情增高。……［51］

这里借梁园文人雅集的典故，指出日本当今的

文学盛况不亚于梁园。其后引用陆机《文赋》、钟

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作品，借“兴

寄”“摛藻”“紧健”“体物”“清拔”“缘情”等中

国文论术语，品评嵯峨、淳和天皇时代的文坛盛

况。这种消除中国、日本文学之界限的表述方法，

实为 9 世纪初日本文坛之特殊景观。10 世纪初，

以《古今和歌集》的编纂为契机，日本敕撰和歌集

迎来彬彬之盛，兼之随着歌合、歌论的发达，逐渐

形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歌论术语与歌学体系，然而

早期的和歌批评依然可见中国文论之影响。近代以

来，在西方文学理论、文学史写作模式的冲击下，

日本形成了新的“国文学”概念。但近人撰写的日

本“国文学史”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以“敕

撰三集”为代表的那些汉文学作品。

结 语

一种文学理论命题的提出，必有其历史原因。

用“文章经国”衡之于平安初期文学史、政治史，

实有着足资佐证的根据。它不惟在理论表述上不是

一种孤立现象，而且在东亚政治舞台上都不可或

缺。9 世纪初日本朝廷标榜的“文章经国”，从表

面上看是取自曹丕《典论》，实则是在日本全面导

入唐朝文化制度、沿袭唐朝崇尚文华的国际语境中

实现的。汉诗文在东亚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

国使臣通过竞聘文华夸饰自国文化的优越性，“文章

经国”思想由是为东亚各国所共有。但随着唐帝国

的衰落，东亚政治格局迎来巨变，汉诗文丧失了赖

以生存的外交舞台，而演变为一种知识、修养甚至

余技，“文章经国”思想的基础也就变得不那么牢靠

了。然而，曹丕《典论》之于 9 世纪日本的意义，

与其说是提供了“文章经国”的口号，毋宁说是促

使日本文人开始思考“文”及“文学”的本质与功

用，从理论上开启了日本汉文学的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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